
论古代战争对政治权力的影响

———以战利品赏赐与人力资源为例

李 安 山

　　内容提要　本文从三个方面分析了战争与政治权力的关系 ,并以战利品的赏赐和人力资

源的利用为例 ,探讨了古代战争对政治权力的影响。作者的论点是 :战争可以通过各种物质因

素影响政治权力。战争需要从多方面进行投资 ,其结果也直接影响国家的物质基础。赏赐战

利品对王权产生双重影响 ,既可以激励士兵 ,提高军人的忠诚度 ,也可以导致军人压力集团的

形成或军心涣散 ,从而削弱王权。新的人力资源 (战俘、奴隶和臣民)为巩固王权提供了便利条

件。作者认为对殉葬的传统解释过分强调政治层面而忽略了这一现象的宗教文化因素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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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争是人类社会的产物 ,没有军事组织的共同体易被其他共同体消灭①。古代战争从多方面影响政

治权力 ,国内学者对此研究较少。雷海宗曾认为 ,秦以上的历史为自主与自动的历史 ,有政治社会的演

变更革 ,人民肯当兵 ,对国家有责任感。反之 ,秦以下为静的历史 ,人民不肯当兵 ,对国家不负责任 ,只有

治乱骚动 ,没有本质变化。“这样一个消极的文化 ,主要的特征就是没有真正的兵 ,也就是说没有国民 ,

也就是说没有政治生活。”②此观点似乎对史学研究有所影响 ,国内对战争史的研究相对薄弱确是事

实③。近年来学术界对战争与政治之关系的研究有所论及 ,主要集中在战争对国家起源的影响上④。

王震中认为 ,战争对国家形成起着促进作用 ,特别在以农业为基础的文明社会能促进社会力量的

整合 ,如居住区的统一防御、原始社会组织团聚力的加强、既得利益集团的扩张、内部权力的发展及宗

教作用的提升。他并未将战争与国家形成看作一种必然的因果关系 ,而是认为国家是在祭祀、战争、

公共管理事务等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 ⑤。李学勤认为 ,王权的形成与战争有一定关系。由

氏族制度向世袭王权转化的过程与五帝时代的战争紧密相联。虽然王权形成的基础是因为“社会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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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的发展导致了社会分化 ,并且使社会组织突破氏族的界限 ,形成越来越大的社会共同体”,但“它产

生的途径却与战争有直接关系”①。谢维扬认为 ,征服战争的有无与早期国家专制政治和民主政治有

必然联系。部落联盟向国家转化的早期国家形成模式的特征之一是与外部政治实体的武装冲突“几

乎不占任何地位”,而酋邦社会“越接近于国家的水平 ,征服就显得越有重要的作用”,“酋邦和由酋邦

转化而来的早期国家形成与发展同征服与吞并之间的关系 ,构成国家形成的酋邦模式的一个主要特

征”②。易建平则认为 ,与外部政治实体的冲突以及对武力的使用在早期国家形成的部落联盟模式中

具有重要作用 ,征服战争与吞并行为并未导致“谢维扬理论的专制政治的发生发展”③。

国外学术界对战争与政治权力之关系的研究中有一些重要论著。麦凯尔·曼从社会学的角度探

讨了古代社会权力的演变 ,其中对战争与社会权力的关系有所涉及 ④。斯坦尼斯拉夫·安德列斯基

的专著重点研究了军事组织与社会 ,但对古代战争与政体演变的关系几乎没有涉及 ⑤。拉弗罗布和

罗森斯坦主编的论文集是一个重要成果 ,但他们承认 ,“希腊和罗马的军事发展与其社会、文化、政治

和经济的前后关系之间的互动尚没有系统地比较研究过 ,这是一个我们都觉得令人迷惑的缺陷”⑥。

此外 ,在 20世纪 90年代后期也出现了一些论及地区战争与古代社会或政治之关系的专著 ⑦。

就战争对政治权力的影响而言 ,它加强了王权的物质基础 ,如战利品和俘虏 (奴隶) 、疆域、生产、

技术、自然物产等。空间的扩大带来各种影响 ,被统治人口、税收和物产的增加使君主控制的资源增

加 ,从而为中央集权提供了基础 ,也为可能的政体演变准备了条件。本文试图以战胜方最直接的利

益———战利品和人力资源为例来探讨战争对政治权力的影响 ,力图说明 :战利品的赏赐给王权带来双

重影响 ,新的人力资源为国家整合和权力巩固提供了物质条件。

古代战争与物质因素之基本关系

　　古代战争的起因大致有以下几种 :征服与纳贡、扩大疆土、掠夺、获取战利品和荣誉、报复、自卫

等 ⑧。我认为 ,古代战争起因可分为两大类 ,牵涉到人际关系 (如荣誉、宗教、妇女 ⑨、复仇、自卫)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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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为“人—人关系”;牵涉到人与物质关系的 (如纳贡、扩疆、掠夺)可称为“人—物关系”。当然 ,战争的

主体是人 ,两类战争均以人为中心 ,人—人关系引发的战争将导致物质利益的获得 ,人—物关系引起

的战争必然导致对人的征服。国家的形成导致了一个重要变化 :战争的起因逐渐从以人—人关系类

型为主转为以人 - 物关系类型为主 ,物质主义取向成为战争爆发的主要原因。

战争与劳动方式的联系。战争规模和武器水平与生产力和劳动方式直接相关。与现代社会相

比 ,古代社会的战争规模不大 ,组织和协调能力要求不高 ,兵员数量较少 ,杀伤力和破坏力较弱。同

时 ,各种劳动方式与战争方式、武器和兵种也有关系。渔民适水战 ,牧民善骑兵 ,狩猎民族用弓箭 ,农

民用尖器等。泰勒指出 ,文化沿多种途径进化 ,如技艺武器、家庭形式、意识形态和宗教等 ,各种文明

要素因不断改进而得以进化发展。原始人类在实践中对各种技艺 (包括武器)的使用表现出的各种取

向是根据自然界的要求 ,如从粗糙的棍棒到精巧的尖矛和短棍 ,从锋利的石器到打制的矛和箭头。原

始民族将这些工具作不同用途 :如斐济人将箭头作刀子 ,卡菲尔人用标枪作切器 ,投箭则在美洲的部

落流行 ①。很明显 ,武器是人们根据环境、生产力和劳动方式作出的选择。

战争需要投资。这种投资大致有 4个方面 :环境、武器、兵源和管理。《孙子兵法》明言 :“夫地形者 ,兵

之助也。”诸葛亮用“明修栈道”来迷惑敌方 ,因为这是进攻中的重要辅助行动。战国时期赵、燕筑长城以拒

胡②。修工事是为了军事行动的安全、隐蔽和便捷 ;建城堡既能防御 ,又能明确疆界。古代印度极重防御工

事 ,“部署在堡垒上的射手对敌时可一以当百 ,百以当万 ,这就是所以重视堡垒的理由”。“堡垒要具备武器、

钱、粮、驮兽、婆罗门、工兵、机械、水草”③。罗马皇帝将意大利人移民以设立新屯市来保卫本土安全 ,“新屯

市的设置 ,受政治动机的支配甚于受经济动机的支配”④。阿兹特克人曾在特拉斯卡拉设有数公里的防御

围墙 ,外有濠沟。除围墙、濠沟等具防卫功能的工事外 ,有的地方直接利用峡谷⑤。

其次 ,对武器的投资关系到战争胜负。在古代 ,农业和狩猎工具首先被用于战斗 ,马匹用于作战

是后来的事。骑兵虽花费更大 ,但使军队的运动更迅速 ,便于突袭和歼敌 ,赢得战争的可能性更大。

杰克·古蒂曾认为 ,西非王国分为两“萨凡纳地区的马匹国家”和“森林地区的火枪国家”。王国发展

的决定因素不是取决于对生产资料的占有 ,而是对破坏资料 (means of dest ruction)的占有。“破坏资

料”指军事组织和武器。掌握军队和武器可占有奴隶、控制商路 ,还可征服他国以获取资源 ⑥。这种

从武器入手来分析社会变化的方法带有明显的决定论色彩 ,但它对军事资源重要性的认识对了解战

争与政治的关系具有启发意义。

再次 ,兵源质量不同 ,投资成本也有高低 ,士兵数量对战争胜负也具有重要意义。在古代社会 ,国

家所需的士兵并非通过自愿形式征集 ,除了无人身自由的奴隶士兵外 ,招募既可以强制手段来进行 ,

也可通过现成交易 (如雇佣军)来完成。这种投资有时以许诺方式进行 ,罗马皇帝多以许诺来争取兵

源。这种许诺往往在战后以土地、金钱等兑现。对军官和士兵的待遇也需要投资。拖欠军饷引起士

兵哗变的情况时有发生 ,当权者总是通过物质刺激来笼络或激励将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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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 ,对管理系统的投资直接关系到军队的指挥调度、后勤供给和组织协调。曾征服苏

美尔阿卡德的萨拉贡成功的诀窍之一即是他对军队日常生活物流的处理。尼佩尔 ( Nipper)的泥

板记载 ,萨拉贡面前曾有 5400名士兵就餐①,仅物质供应就需上万人为这些士兵服务。罗马帝国皇帝多

用武力夺取政权 ,巩固政权同样需军队支持。他们为保障罗马城和军队所需的粮食而垄断大量谷物 :只

有得到皇帝特许才能从埃及运出粮食 ,遍布于帝国的大庄田产出的谷物主要供军队需用②。

战争的结果直接关系到国家政权的物质基础。以得胜方为例 ,这至少表现在 5个方面。大量战

利品为国王炫耀财富、赏赐部下提供物质条件 ;新资源使国力增强 ;朝贡加强了王权的政治权威和物

质基础 ;税收和各种其他收入的增加既可巩固政体 ,也可促使政体改革 ;安全状况的改进为长途贸易

创造了良好环境。下面主要探讨战利品以及人力资源对政治权力的影响。

战利品赏赐及其双重影响

　　战争的胜利提供了更充分的资源 ,为政权加强了物质基础。征服所获得的新资源使赏赐方式多

种多样。赏赐对政治权力具有双重影响。

君主最用心的是如何笼络部下 ,使其忠于自己而不独立出去或为敌方所用。战争带来的直接物

质利益是战争赔款及战利品 ,除人数众多的战俘和奴隶外 ,还可得到大量的金银珠宝、庄园农场、森林

矿产等。战利品除满足王室的奢侈需求并为王权增添荣耀外 ,还可用来赏赐下属酋长、官兵随从 ,从

而加强其属下的忠诚度。战利品的分配直接关系到权力。《摩奴法典》规定 :“战车 ,马匹 ,象 ,伞、衣

服 ,食粮 ,牲畜 ,妇女 ,各种物品 ,金属 ,除金银外 ,理应属于战争中夺取它们的人所有。”“应该在战利品

中先挑取最宝贵的部分献呈给国王 ,这是吠陀的规定 ,其共同取得的东西 ,应由国王在所有士兵间进

行分配。”③虽然对《摩奴法典》的成文年代尚存分歧 ,但这些条款无疑确立了战利品的分配原则 :战利

品归夺取者所有 ;最珍贵的战利品献给国王 ;共同取得的战利品由国王分配。王权在战利品分配中得

到充分体现。古埃及可能是最早从制度上确立退伍老兵享受优惠待遇的国家。老兵退伍制度形成于

中王国初期 ,退伍士兵可从国王那里得到实物、土地和牛 ④。这种优待政策与其说是为老兵着想 ,不

如说是为后来者示范 :为国王打仗会有报偿。萨曼王朝的开创者伊斯玛伊尔在 893年与土耳其斯坦

作战时获得诸多战利品 ,他奖给每个士兵 1000迪拉姆金币 ⑤。土地往往成为赏赐品 ,古罗马皇帝多

用土地奖励士兵。叙利亚国王安提奥克一世在征战小亚西亚后赐给一位政治盟友一大片耕地 ⑥。成

吉思汗对作战有功者授予爵位称号或奖赏土地 ⑦。

军功奖赏大致分以下几种。官兵可从政府的店铺里得到商品 ,如古埃及旧王国时期部队的待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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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得到金钱 ,如秦汉时期的军队 ;有的得到土地 ;有的得到耕地并免除其他农民承担的苛政 ,如古埃及

新王国时期的士兵 ;有的得到土地及供役使的庶人或得到耕作者的收成 ,如奥斯曼帝国的非正规骑

兵。官兵可得到税收权 ,部分交中央财政 ,部分自己享用 ,这往往与封官委爵相联 ,是古代王国最常用

的奖赏方法。士兵可以军功作为升迁的根据。秦汉军队中有记功赐劳的奖励办法 ,即有功 (对军士取

得业绩的褒奖)劳 (资历 ,指在军中供职时间)者 ,将“功”“劳”记入劳绩簿 ,作为升迁的依据 ①。

古埃及法老经常赏赐有功者。例如 ,大臣乌尼和阿蒙奈姆斯二世的侍卫长官曾数次得到法老的

嘉奖 ,另一位首领胡塞拜克还得到“100头 (奴隶)”的赏赐 ②。在第十八王朝时期 ,国王长期卷入战争

并得到艾尔 - 卡普游牧家族的支持。国王为了报答其忠诚 ,赐予大量奴隶与土地。曾在法老手下服

役的阿赫摩斯曾得到三位法老的恩赐 :阿蒙霍特普一世赐予他金手镯、金项链、金臂章、金匕首、金头

饰、风扇、麦克特贝特 ( mekhtebet)等物 ;图特摩斯一世的礼物包括金手镯、金项链、金臂章、金蝇、狮

子、金斧头 ;图特摩斯二世赐予他 3付金手镯、6付金项链、3个金臂章、1个麦克特贝特、1把银斧头。

赏赐使这位艾尔 - 卡普家族的军官忠心耿耿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 ,“度过了受国王宠幸的一生”。阿赫

摩斯共参加过 10次征战 ,包括对希克索斯人的战斗、对叙利亚的征服以及对努比亚的远征 ,可以说将

他的一生都献给了十八王朝 ③。

在赫梯王国 ,土地与军事义务的关系十分紧密。“假如[居住地的居民 ]占据他人的田地并履行‘萨

含’(即军事义务) ,则假如他以后抛弃田地 ,这块田地可以由[他人 ]占取 ,[但他 ]不可以出卖它。”“假如

某战士失踪 ,而另一个‘萨含’人被任命 ,这个‘萨含’人说 :‘这个武器是我的 ,这‘萨含’也是我的’,则他

将占有某战士的田地 ,同时应拿起武器并履行‘萨含’;假如他拒绝武器 ,则[丧失 ]某战士抛弃的田地 ,而

那个公社的人将耕种它。”占有他人土地须履行军事义务 ,一旦拒绝 ,则立刻失去对田地的占有权。士兵

还享有其他优越待遇。如果战士和“他的继承份额的人”分家 ,战士须得更多份额。士兵中的某些特殊

群体还可免除公共义务④。

罗马皇帝往往向士兵许诺战后奖赏。图拉真在达契亚战争结束后拿出大量金钱犒赏士兵和人民 ,

并以各种方式庆祝胜利⑤。苏拉向军队许诺的好处比其对手高得多。在与米特拉达悌作战时 ,他向士兵

们许诺返回意大利后可得到土地、金钱和较高的社会地位。参与作战的都是职业军人 ,他们打仗是希望

“得到一笔丰赡的报酬 ,那就是土地和金钱”⑥。僭主塞韦鲁斯将金指环的特权赐给士兵 ,目的是强调 :只

要士兵作战勇敢 ,效忠皇帝 ,就可能被提升为百夫长而成为特权阶级的一员⑦。

在中国 ,军功赏赐由来已久。《尚书》记载 ,夏朝军法有“用命赏于祖 ,弗用命戮于社”的规定。赏赐

方式有官职爵位、田宅城池、役使庶人及金钱。春秋末年 ,赵简子誓师词曰 :“克敌者 ,上大夫受县 ,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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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受郡 ,士田十万 ,庶人工商遂 ,人臣隶圉免。”①春秋战国对军功奖赏已有明文界定。“所谓一赏者 ,利禄

官爵　出于兵 ,无有异施也。”“能得 (爵) [甲 ]首一者 ,赏爵一级 ,益田一顷 ,益宅九亩 ,一除庶子一人 ,乃

得人兵官之吏。”②赏赐战利品时依两个标准。一是军功大小。“其战 ,百将、屯长不得斩首 ;得三十三首

以上 ,盈论 ,百将、屯长赐爵一级⋯⋯”赏爵一级后 ,则可成为“兵官之吏”③。二是原有职位 ,士兵只有特

殊贡献才能得到奖赏 ,军官则可根据战功得到各种封赐———土地良宅、庶人役使、职位升迁④。一些重要

的军事首领则被封王。

赏赐也是国王加强对地方权力控制的手段。除了以土地、奴隶、钱财来赏赐有功之臣外 ,另一重要

的赏赐手段是将其分派到地方进行统治。这种委派官员管理地方行政的策略可从两方面减轻国王的压

力。其一 ,将军事长官派到新征服地区加强统治 ,这是王权的延伸 ,对国家稳定有好处。其二 ,可使这些

指挥官远离权力中心 ,减少直接犯上作乱的可能性。楚汉之争初期 ,项羽将刘邦封为“汉王”,即是一例。

一些国王从首都派出驻扎官到地方往往与这种战功赏赐有关系。西非奥约帝国由多个城邦国家组成。

从伊费发源的奥约王国由奥杜杜瓦创立 ,从 16世纪末开始征服周边王国 ,在阿贾格博时期形成帝国。

奥约帝国的阿拉芬 (Alafin ,意为“国王”)为加强控制 ,采取多项措施 ,其中一项是将征服得来的属地赐予

他信任的宫廷奴隶———而不是传统酋长或首都的非王室酋长奥约 - 麦西 (Oyo Mesi ,即国务院)这一传

统势力集团。这种任命从表面看是国王好恶的取舍 ,实际上象征着权力的转移———从传统酋长转到国

王亲信手上 ,国王通过这种手段加强了对地方的控制权⑤。

在阿兹特克 ,战利品有时在联盟之间分。特斯科科、特诺切蒂特兰和塔库瓦三国联盟被乔治·瓦伦特

称为“阿兹特克人的政治艺术的杰作”。每次针对特索索莫克的征战胜利后 ,其战利品往往分为 5份 ,前两

个大国各得两份 ,后者得一份。此外 ,战功卓著的军事首领和战士可从氏族得到土地 ,也可得到大量贡品 ,

后者似乎是更经常的奖赏。特诺切人将征服的土地分给军事首领 ,从而出现了一个有权有财的阶层⑥。

赏赐也给中央集权带来了难以弥补的副作用。第一 ,赏赐制度与封王制度一样 ,虽可拱卫中央集

权 ,但也可从两方面削弱中央政权。赏赐可导致军人或列侯势力膨胀 ,对王权形成威胁。将远离权力

中心的土地作为赏赐物也可能增加其自主权 ,从而产生离心力。军人受到赏赐后可能形成尾大不掉

之势。赐封的国土可使他们拥兵自重各自为阵 ,甚至起兵反叛。罗马帝国时期给予军人的赏赐及特

权培养了一个有势力的军人门第。特别是奥古斯都建立的禁卫军享有极特殊的待遇 ,致使他们认为 :

“皇帝的任何任命都必须得到他们的同意乃是绝对必要的”⑦。屋大维曾将征服的土地分给士兵。然

而 ,这些士兵夺取的土地比给予的份地更多更好 ,屋大维也毫无办法 ,因为“他们藐视他们的统治者 ,

因为他们知道这些统治者需要他们 ,才能使自己的权力巩固起来 ,为三头执政五年的期限快满了 ,为

了彼此安全起见 ,军队和统治者需要互相倚赖”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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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项羽争天下时 ,刘邦为了争取同盟军曾封齐王韩信、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韩王信、赵王张耳等 ,

这些诸侯王后来成为叛乱的祸源。汉朝中央政府对诸侯王的权力有各种限制 ,如诸侯王不得窃用天子

仪制 ,置吏需依汉制 ,无虎符不得擅自发兵 ,不得在国内私自煮盐冶铸 ,不得擅爵人、赦死罪 ,不得收纳亡

人、藏匿亡命 ,当定期入朝 ,不得与外戚私自交往 ,不得与其他诸侯王私自会晤 ,不得私自出境等。然而

这些限制未能阻止地方王侯反叛。汉高祖为平叛多次率兵征讨 ,文帝在位十余年间有 9起反叛 ,景帝时

有七国之乱 ,武帝时有淮南、衡山之谋。这种拥兵自重的现象无疑削弱了中央集权统治。

第二 ,赏赐及带来的安逸使军队战斗力大大减少。在罗马帝国前期 ,塞普提米攸斯在多次兵变后

作出让步 ,给予士兵优越待遇。军饷增加 ,法律承认士兵结婚 ,赐给退役军人特权 ,保护要塞内的俱乐

部生活。“他让那些士兵都戴上金戒指以满足他们的虚荣心 ,让他们带着妻子安闲地住在军营中 ,尽

量让他们过着舒适生活。他把他们的军饷加到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多 ,并且先是告诉他们等着 ,遇有任

何危险事务或者喜庆节日可能会有额外的犒赏 ,后来则更变成了公开讨要。渐渐一个个养尊处优、自

高自大并由于享有危险的特权而显得比一般人民位高一等 ,很快已完全不能进行艰苦的军事行动 ,却

只会欺压人民 ,而且也完全不能接受任何正当的管束了。”①结果是军人精神的消退和战斗力的下降。

难怪塞普提米攸斯在攻取阿特腊的战斗中屡遭惨败。他在给儿子的遗嘱中传授了执政经验 :“团结一

致 ,让兵士们富足 ,对其余的人不用放在眼里。”②可以看出 ,他的政治哲学是 :使士兵富足即可应付一

切。然而 ,这种仅靠军事力量来维持的政权是难以持久的。

人力资源与政治权力的巩固

　　疆域的扩大为中央政权提供了新的人力资源 ,包括战俘、奴隶和新的臣民。

战俘是最为直接的新增人力资源。从历史上看 ,战俘可以有多种处理方式 ,如处死、殉葬、牺牲、

收买、作战、赏赐品、劳动力、宫廷奴隶、商品等。从被征服国得来的奴隶除上述的收买这一特殊用途

外 ,其作用几乎与战俘等同。战场上一般只有两种选择 :生或死。作为俘虏 ,可选择余地大得多。上

述用途均与政治效用有关。处死是一种最直接的惩罚 ,不仅可起到震慑作用 ,也是对王权的强化。苏

拉在罗马城战斗结束后用标枪射死 8000 多名俘虏 ③。昭襄王四十七年 ,白起破赵于长平 ,坑降卒四

十余万。这种残酷的处置确实起到了扬威和震慑的作用。

用战俘 (或奴隶)作牺牲是古代的常见作法 ,包括殉葬和宗教牺牲。有的王国甚至为了得到战俘

而发动战争。在宗教仪式中 ,战俘往往被用作牺牲。这种做法无疑为王权神圣性提供了绝好的佐证。

努比亚文明诞生地的苏丹凯尔迈地区有一个“比任何其他文明所知道的墓地更大的”活人殉葬墓

地 ④。这里存在着一个“殉葬走廊”。第 10墓葬存在着 322具可辨认的殉葬者遗体 ⑤。西非达荷美王

国的“年度习俗”是一个用活人祭祀王室祖先的宗教仪式 ,用大量奴隶殉葬 ⑥。在阿散蒂帝国的奥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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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拉仪式上 ,往往要将 12名犯人或俘虏作牺牲以祭祀祖先 ①。在阿兹特克 ,蒂索克上台后首先重修

战神维辛洛波切特利的大庙 ,下令雕制用来焚烧活人心脏的“祭祀石”。其弟阿维索特尔上台后 ,在两

年战争中抓了数万名俘虏 ②。他将战俘全部活埋祭祀大神庙。这样 ,利用一个宗教仪式 ,以大规模的

牺牲活动 ,他既争取了地方国王的尊重 ,又赢得了治理国家所需的世俗权威。殉葬行动传递了一个重

要信息 :国王强大无比 ,无所不能 ;必须尊重王权 ,对抗与背叛没有好下场 ③。中国商代曾存在大量殉

葬和人牲。

应该指出的是 ,学者们往往只从政治的角度来分析殉葬现象 ,以论证奴隶制或专制制度的残酷 ,

或将这种行为简单地看作是君王树立威望、加强政治地位的手段。他们将殉葬或牺牲看作一种政治

行为 ,其主要作用是通过宗教仪式或相应习俗来突出王权的神圣性。奴隶制或专制制度的残酷是不

言而喻的。然而 ,如果将殉葬或牺牲这种具有复杂喻义的现象简单地作为残酷的佐证过于简单化。

不论是努比亚地区的殉葬墓地或中国商代的殉葬人牲 ,还是阿兹特克人的祭祀场面或奥约帝国的祭

祀仪式 ,都反映出一种敬畏天神、遵从天命、履行天意的思想。祭祀表达的并非仅是君主的残酷和专

制暴政或君主有意对权威暴力的炫耀 ,它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反映。君主希望通过将这种思想付诸行

动来使上天或神灵满意 ,从而达到维持统治的目的。这种殉葬活动首先反映了敬天畏神的思想 ,同时

就是一种政治行为。它既需要有效机构和执行者来执行 ,还需要人力和财力来维持这些牺牲者和执

行者的生活 ,同时向世人宣示君王的权威和力量。

收买利用是指通过宽大处理或给予优越待遇使战俘提供更有价值的服务。希腊历史学家波利比乌

斯记录了公元前 210年西庇阿率领的罗马军队征服西班牙的迦太基人后对战俘的不同处置办法。被俘

的公民可自由回到自己的家园 ,但要求他们记住被优待的情况 ;约 2000名有技术的工匠暂时成为罗马

的奴隶 ,但如果与迦太基人的战事顺利 ,且战俘采取合作态度并发挥一技之长 ,他们不久可获自由 ;其余

战俘中的强壮者被编入舰队 ,作为浆手或船员④。有的俘虏还为统治者出谋划策。被俘的塔基曼国王曾

向阿散蒂国王奥坡库·瓦里建议进行财政改革 ,确立黄金白银的度量衡制 ,实行死亡税 ,对犯法者课以

罚款。不久 ,阿散蒂政府内设立了一个新职位———弗托桑弗赫内 ,专门负责弗托 (即国库)的出纳工作⑤。

《赫梯法典》第 1表第 23条规定 :“假如奴隶逃到卢维 ,则应对找回奴隶者交付六玻鲁舍客勒 ⑥银

子 ;假如奴隶逃到敌国 ,则找回奴隶的人可以把他占为己有。”为何对找回逃敌的奴隶有这种“占为己

有”的奖赏呢 ? 敌国利用奴隶当战士是其主要担心。国王将俘虏作为战士也有明确规定 :如果国王将

田地给予俘虏 ,“俘虏就应该接受这块田地并成为战士”①。古埃及曾普遍使用亚洲和努比亚的士兵

作为雇佣兵②。即使在中世纪的埃及 ,军队也有各地区的奴隶士兵 ,主要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和拜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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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安山 :《阿散蒂王权的形成及其特点》,施治生、刘欣如主编 :《古代王权与专制主义》,第 175—176页。关于非洲其他地区 ,参见格拉汉

姆·科纳的《非洲文明 ,前殖民时期热带非洲的城市和国家 :考古学的角度》( Graham Connah , A f rican Civilizations , Precolonial C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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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托”( Foto)原指用于装各种国家衡器的皮袋子 ,后来转意为“国库”。艾沃尔·威尔克斯 :《19世纪的阿散蒂 :政治秩序的结构

与演进》( Ivor Wilks , Asante in the N ineteenth Century : The Structure and Evolution of a Political Order) ,剑桥大学出版社 1975

年版 ,第 414—4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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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地区。由于非洲奴隶便宜 ,军队使用大量非洲士兵。这些奴隶士兵后来成为伊本·土伦的一支在

政治上举足轻重的力量③。

战俘有时作为礼物 ,如《奥德赛》中的奥德修斯 ;有时成为商品。达荷美国王韦格巴贾认识到火器

的重要 ,他用大量战俘与欧洲人交换武器④。早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时 ,被俘的奴隶出现在市场上 ,身

价依其手艺而定 ,如会手工艺的女奴标价 4头牛。亚里士多德统计当时埃吉纳有 47万奴隶。使用战

俘作战虽很普遍 ,但并非从来如此。雅典人在公元前 5世纪时已开始将奴隶用于陆地战。公元前 4

世纪中叶 ,已有奴隶在雅典战船上作战⑤。修昔底德曾提到 ,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期 ,雅典的对手在

军队中使用奴隶。战俘也可作为劳动力用于贵族庄园、种植园和农业生产⑥。奴隶有时被集中在一

个村庄专门从事生产。他们有自己的酋长 ,向主人交纳一定数量的产品。主人接受实物地租和劳役

地租。在这种情况下 ,奴隶与其说是个体依附者 ,不如说是依附集体的成员。在古埃及 ,对邻邦努比

亚的袭击已经成为历代国王的一种战争仪式。主要目的之一是从努比亚掠夺廉价劳动力。一份文本

表明 ,埃及曾将 17 ,000名努比亚俘虏用于保卫商道、矿井、渡口⑦。

战俘往往成为战胜者的奴隶。《摩奴法典》列出 7类奴隶 ,第一种即“在行伍中或战斗中捕获的俘虏”⑧。

阿育王曾在羯陵伽的战役中大肆杀戮。他在“羯陵伽诏谕”(即第 13号岩刻诏谕)中说 :“天爱喜见王灌顶第八

年 ,征服羯伽 ,俘虏 15万人 ,杀戮 10万人 ,死亡者又数倍于此。”⑨在赫梯王国 ,奴隶必须承担公共义务 ,“宝库的

奴隶 ,王子的和主人的奴隶⋯⋯那些人与战士一样有田地 ,应担负‘鲁采’”○10。这些资料证明 ,征服中往往有

大量的战俘沦为奴隶 ,作为征服者手中的人力资源 ,他们成为国家或其主人的劳动力。将战俘或奴隶

作为赏赐是君主巩固臣属关系的一种手段。这些战俘往往成为主人的依附劳动力。

有的奴隶成为政府管理机构的成员。他们主要担任低级职务 ,如各种管理人员和侍从 ,或是直接

参加宫廷的体力劳动 ,其职能相当于宫廷奴隶。战俘及奴隶人数的增加也为宫廷官僚提供了新的来

源○11。宫廷奴隶甚至可成为国王的重臣。奥约国王为了与奥约 - 麦西抗衡 ,从宫廷中选拔有能力的

奴隶担任各种职务。阿贾格博阿拉芬统一帝国后 ,在伊拉里 ( Ilari ,意为“宫廷奴隶”)中设立了阿雷 -

奥拉 - 卡康夫一职 ,其职责是掌握地方军队。伊拉里的责任主要有三 :国王贴身警卫、国王信使和

派往各地的收税官员。此外 ,阿拉芬还设立了由宫廷奴隶担任的阿杰勒职位○12。为了控制地方官员或

　　①　《赫梯法典》,第 12、21页。

　　②　尼尔斯 :《古埃及》,第 87页。

　　③　列夫主编 :《东地中海地区的战争与社会 ,7—15世纪》,第 128—133页。

　　④　阿西瓦朱、罗 :《从沃尔特河到尼日尔河 ,1600—1800》,第 436页。

　　⑤　伊万·加兰 :《古希腊的奴隶制》( Yvon Garlan , S lavey in A ncient Greece) , 科内尔大学出版社 1988年版 ,第 34、168—169、

56、167页。雅典人与罗马人为保持优越地位 ,曾禁止奴隶参战。威德曼 :《希腊罗马的奴隶制》,第 65、67页。

　　⑥　J .杜波伊斯 :《阿散蒂驻扎日 》(J . Dupuis , J ournal of a Resi dence in A shantee) ,伦敦 1966年版 , 第 38—39页。

　　⑦　尼尔斯 :《古埃及》,第 77页。

　　⑧　《摩奴法典》,第 209页。

　　⑨　培伦主编 :《印度通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90年版 ,第 87页。

　　○10　《赫梯法典》,第 32页。

　　○11　罗宾·罗 :《奥约帝国 :1600—1836年》(Robin Law , The Oyo Empire , c. 1600 - c. 1836) ,牛津大学出版社 1977年版 ,第 67—71页。

　　○12　B.阿维 :《阿杰勒制度 :对 19世纪伊巴丹帝国主义的研究》(B. Awe , The Ajele System : A Study of Ibadan Imperialism in the Nine2

teenth Century) ,《尼日利亚历史学会杂志》( J ournal of the Historical Society of N i geria) ,3∶1(1964) , 第 53页注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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酋长 ,国王还设立巴巴 - 克克雷一职 ,任职者均从宫廷奴隶中选派 ,并直接向他负责 ①。

新征服领土的人民可谓取之不绝的资源 ,往往成为兵役和力役的主要来源。汉穆拉比时期 ,古巴

比伦王国已设立常备军制度。军役成为里都或巴衣鲁 (即兵士)的义务。兵士若奉国王之命出征而不

行 ,或雇人代之 ,罪当死 ,其房屋由替代者所有。如兵士被俘 ,“其田园交与其他代服军役之人”;如果

“其子能服军役者 ,应以田园予之 ,由其代父服役。”士兵被俘 ,“塔木卡 (即大商人)为之赎还并送至其

居地 ,倘其家有物可以取赎。倘其地之神庙无物为之取赎 ,则应由宫廷取赎之”。如有人占取士兵财

产、伤害士兵、以士兵为雇佣、在法庭审判中将士兵交付更有力之人 ,或占有国王赐予士兵之物 ,其罪

当死 ②。这些法律条文既反映了对士兵的严格要求 ,也为他们及家属提供了特殊保障。赫梯王国的

军役也与田地紧密相连。

罗马共和国期间 ,公民必须服兵役。罗马帝国时这种义务仍存在。当时 ,军队除禁卫军外 ,已经

分为罗马选军 (由罗马公民担任) 、辅军 (由所谓“蛮族”担任)和志愿军三类。被征服地区有时成为士

兵的主要来源地。韦斯帕西安曾进行改革 ,一方面为了打破民族和部落式的联系 ,另一方面使罗马选

军能保证补足优良的士兵。当时 ,地处西班牙的卢西塔尼亚和塔腊科嫩西斯两地为罗马辅军提供了

不少士兵 ,有人因此认为韦斯帕西安将帝国军队“蛮族化”③。色雷斯的下梅西亚以南村落为罗马军

队提供了步兵和骑兵。为了使这些兵源持续不断 ,罗马政府让这个地区保持其原有的社会结构。位

于阿拉伯地区的帕尔米腊曾向罗马军队提供精锐的弓箭手和骆驼骑兵 ④。随着经济的发展与城市富

有阶级的兴起 ,罗马公民的义务兵役制逐渐演变为一种赋税———“兵税金”。这种税与汉代的“更赋”

颇为相似。它取自于不愿服兵役的富人 ,用来雇用雇佣军和后备军 ,后者往往是帝国境内既无房屋土

地又无固定工作的游民。这是典型的阶级分化现象。罗马帝国灭亡的重要因素之一是过多地使用雇

佣军导致外来军队逐渐成为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

印度北方的穆斯林政权于 1206年在德里建立了素丹国。这些新统治者的统治方式完全是掠夺

式的。他们以跑马圈地的方式瓜分领土 ,出兵征讨拒绝纳税的农民 ,抢掠大量财富 ,掠取人口卖为奴

隶。莫卧儿王朝建立后 ,曾采取强征劳力的形式开发灌溉工程。莫卧儿国王阿克巴靠武力将疆域从

阿富汗推进到孟加拉湾 ,向南扩张到古吉拉特和德干北部。他靠武力扩张 ,也靠强制统治。“一纸命

令就能够任意集中多少人力 ,除了受到他的帝国人口的限制外 ,他征用劳动力是没有限制的。”⑤在其

他古代王国 (帝国) ,新征服地的人民经常大部分从事农业生产 ,还有的成为矿区苦力、搬运工、渔民

等 ,有的则成为士兵。

被征服的领土为国家提供了新的物质基础 ,这主要包括 4个方面 :资源、朝贡、赋税和商道。领土

扩张带来新的土地和人口 ,这些物质基础是军事征服的结果 ,除可直接赏赐官兵外 ,也为国家的扩张

提供了便利。朝贡使国王财富增加 ,也使王权得到确认。税收为巩固王权提供财政保证。古代的生

产不发达 ,国王缺乏资金来源 ,贸易成为国家收入的重要部分 ,战争结束带来的稳定可以使统治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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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商道以强化政治权力。这些因素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由于篇幅限制 ,将另文讨论。

几点结论

　　第一 ,从根本上说 ,战争是一种政治行为。战争起因可分为人—人关系和人—物关系。国家形成

后的一个重要变化是物质主义的取向成为战争的主要原因。战争同时也受到各种物质因素的影响和

限制。这主要表现在战争规模和武器水平与生产力和劳动方式直接相关 ,战争需要从多方面 (改造环

境、武器、兵源和管理)进行投资 ,战争的结果也直接影响到国家的物质基础。战争可以通过各种物质

因素影响政治权力。

第二 ,战争通过赏赐对王权产生直接影响。首先 ,赏赐是刺激士兵参加战斗的有效方法。为了获得

国王的赏识 ,士兵可以不顾生死。其次 ,国王可以通过赏赐培养起自己的亲信网。然而 ,赏赐这面双刃

剑可能对政治权力产生副作用。过多的荣誉引起军事首领的离心离德或军人压力集团的形成 ,从而对

王权构成威胁。另外 ,赏赐带来的安逸生活导致尚武精神沦落、军心焕散和战斗力下降 ,从而削弱王权。

第三 ,被征服地区为王国提供了新的人力资源 ,这主要包括战俘、奴隶和臣民。新征服的人民往

往为国家政权提供了新的兵役和劳役来源 ,而战俘和奴隶可用于各种目的 ,如军事、政治、宗教、经济

和加强社会关系。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 ,国王往往会利用各种手段来笼络部下。忠诚度的加强有助

于王权的加强 ,这也意味着政治制度的巩固。为达此目的 ,国王有时将奴隶中的有能力者提拔为各种

官员 ,以制约传统势力集团。

第四 ,以往对战俘 (奴隶)殉葬的研究往往过分强调政治层面 (奴隶制的残酷、专制的暴戾、巩固王

权的需要) ,而忽略这一现象的宗教文化含义 ,即君主本人也受当时敬天畏神思想的影响。君主对自

己权力的来源非常清楚 :它来自神。神既然可以赋予他权力 ,也可以剥夺他的权力。他只有用丰厚的

祭祀来表达对神的敬意 ,才能求得内心的平衡 ,才能有起码的安全感。这种祭祀成为对王权的一种制

约。它表达的是这样的信息 :如果国王不遵从神的意志 ,他就得下台。

魏特夫曾分析过治水国家的特点。他认为 ,治水国家的核心形式是“以命令式的 (强迫的)劳动手

段来实现重要的经济职能”①。实际上 ,相当多的古代王国 (帝国)具有这一特点。帝国可以通过武力

来维持相对脆弱的经济。当国家较小 ,人力较少 ,政治体制似乎更倾向于民主制 ②。随着疆域的扩

大 ,人口的增加 ,社会结构更为复杂化 ,国家机器开始向中央集权制过渡以解决资源的分配与再分配。

疆域的拓展主要靠战争完成 ,在大多数情况下 ,中央集权建立在武力的基础之上。然而 ,这种靠武力

控制的局面难以长久维持。军队愈强大 ,征服的地域愈大 ;征服的疆域愈大 ,意味着靠武力控制的地

盘愈大 ,也意味着军队愈分散。这种军队日益强大导致地盘日益扩张 ,而地盘扩大则导致军队的分散

及战斗力的削弱这大概可以作为历史辩证法的一个例证吧。

[本文作者李安山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北京　100871 ]

(责任编辑 :任灵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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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e w Debate on the Trend of Russian

Rethinking of the Soviet History and Reappraisal of Stal in

Wu Enyuan

This article disagrees with the view that Russian appraisal of Stalin and Soviet history had“always”been fair and

objective and there is no“reappraisal”of Stalin. It holds that there have been a few changes in Russian appraisal of Sta2
lin : Khrushchev once launched the movement of“destalinization”; Gorbachev completely repudiated not only Stalin ,

but also the whole history of the Soviet Union ; then the sharp social changes brought about by the Soviet disintegra2
tion , national split and so on , again caused changes in the superst ructure and ideology of the Russian society. The e2
mergence of the t rend of reappraising Soviet history and Stalin is just a regular respons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inciple

that social existence determines the change of social consciousness.

It argues that the recent t rend of Russian reappraisal of the Soviet history and Stalin does not mean an appreciation

of the defects of the Soviet system , but does mean a dissatisfaction with Gorbachev’s complete repudiation of the Soviet

history and that today’s Russian society can appraise history more scientifically and more rationally and can better un2
derstand historical experience and lessons. This is in favor of national rejuvenation. The article also st resses that one

should not confuse a nation’s aspiration for rejuvenation with Russian chauvinism of a few people.

The Nature of the Dorr Rebell ion Revisited

Wang Xinyang
Till the early 19th century , Rhode Island adhered doggedly to the 1663 Colonial Charter , which allowed f reeholde2

rs to vote. The disf ranchised artisans and middle class members demanded universal suff rage. In 1842 , the suff ragist

movement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omas Dorr developed into an armed rebellion , which eventually forced the state

government to adopt universal suff rage. Most of scholars have studied the event f rom political2historical or constitu2
tional2historical perspectives and considered the suff ragist movement as a middle2class reform activity. This essay ex2
plores the issue mainly f rom a social2historical perspective. It argues that the suff ragist movement was initiated and

radicalized by the artisans rather than the middle class. The Dorr Rebellion , therefore , should be re2defined as a joint

action by both the artisans and the middle class. The article also explores the dual political character of early American

artisans.

The Impact of War on Political Power

With Special References to Trophy of War and Human Resources

Li Anshan
This article studies the impact of war on political power in ancient times , taking trophy of war and human resources as ex2

amples. It holds that war may affect politics through material factors in various aspects. The trophy of war for military merits

has double effect on political power , both positive and negative. On one side , the trophy of war may inspire soldiers’morale

and build up their loyalty towards kingship , on the other it may gender two tendencies , the decrease of fighting spirit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 new power base , which would weaken the central authority respectively. The new human resources from

conquest comprises three groups , prisoners , slaves and people , they contributed a great deal to the consolidation of the central

power in different ways. The author also holds that the convention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sacrifice of human beings has over2
emphasized the political aspect , and overlooked the religious2cultural factor.


